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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李杜诗歌艺术的比较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八十年代学者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看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一句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也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均以悲剧告终。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作者还认为，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
实际上，李白和杜甫两人都曾经为自己的风格做出了总结。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车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而杜甫则在《进雕赋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可见，“清雄奔放”和“沉郁顿挫”确乎可以代表二人的风格。不过，对于这两个概念的解释，学术界历来各抒己见，没有完全形成共识。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前人说他“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指的正是这一点。李白的诗，境界往往十分开阔。你看他写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境界何等壮美！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了自己的独到的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一饭未尝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诗派更是把杜甫视为宗祖。

杜甫的叙事诗，特别值得我们珍视。在他以前，文人很少写叙事诗，就连李白也很少涉及，叙人民的事就更少。杜甫的叙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现实主义特色也表现的最为突出，最为充分，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概括。在杜甫许多著名的叙事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善于选择和概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比如《兵车行》中那个行人的谈话，便说出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的相同或相似的遭遇；“三吏”、“三别”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的范例。例如《无家别》里，写乱后乡里的面目，写无家可归的士兵的心理：“近行只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写士兵对死于沟壑的母亲的回忆，都有极其现实深广的意义。
据考证，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五岁时，迁居蜀中，在绵州度过了读书和任侠的青少年时期。开元十二年（724），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上安州裴长史书》），又两入长安，最终在天宝元年（742）应召入京，供奉翰林。但不久，就遭谗被逐，在“赐金放还”的名义下离开长安。从此，他漫游各地，东至齐鲁，南下吴越，北上蓟门。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携家逃难，隐居庐山屏风叠。永王李璘受命为江陵大都督，出兵东南，经九江，三次征召李白，李白以为报国时机已到，遂慷慨从军。但此时肃宗已即位灵武，以叛乱罪讨伐李璘，李白蒙冤入狱，长流夜郎。途中遇赦放回。上元二年（761）李光弼出征东南，李白又毅然从军，无奈半途病还。次年病逝于当途，终年62岁。李白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开元、天宝的四十多年，即所谓“盛唐”时期。这是唐帝国空前繁荣强盛却又潜伏着滋长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的时代。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下坡路，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了强烈的叛逆精神，这一时代的特点，结合着他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使他的诗篇表现了与杜甫诗迥然不同的浪漫主义风格，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杜甫原籍京兆杜陵。年轻时，适逢开元全盛时期，他有过三次、历时十年的南北漫游、裘马轻狂的生活经历。“立登要路，致君尧舜”的理想让他在开元二十三年（735）举进士不第后，又于天宝五载（746）来到长安，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屈辱、辛酸的求仕之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因献《三大礼赋》而为玄宗所重视，命他待制集贤院。但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位置。旋即爆发安史之乱，杜甫陷落长安。至德二载（757）夏天，杜甫潜出长安，奔赴行在，被授予左拾遗。又因房琯问题，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秋，杜甫弃官，辗转秦州、同谷，抵达成都，开始了漂泊西南的晚年生活。中间，有过避乱梓州、阆中的一个阶段，也曾一度在严武幕下做过幕职，后迁居夔州，再出峡，漂泊江湘，大历五年秋冬之际，病逝于由长沙到岳阳的船上，终年59岁。杜甫所处的时代，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755年的安史之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杜甫经历了所谓的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杜甫的诗歌是和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那“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的。尖锐而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仅造成了人民的深重灾难和国家的严重危机，也把杜甫卷入了生活的底层。他曾长期生活在人民中间，他的诗歌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他的诗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象一面镜子，这就使他有可能描绘出那整个苦难时代的生活图画，并逐渐攀上现实主义的高峰，使他成为我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的代表。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他认为，在对祖国的爱慕、对人民的热爱、对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是：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在我国历代文人中，还没有任何人能像李白一样，生前、死后都享有崇高的荣誉。李白的诗非学可至，如 “太白多天仙之词，退之犹可学，太白不可及也”①，但由于李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人们也往往从一些大家的诗歌中，看出了李白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如说“退之七言古有绝似太白处，读者自知之”②。张戒说：“贺诗乃李白乐府中出，瑰奇谲怪则似之，秀逸天拔则不及也。贺有太白之语，而无太白之韵。”③明人胡应麟也说“太白幻语为长吉之滥觞”④。李益，是中唐一位优秀诗人，诗风在大历诗人中比较刚健清新，他的《登天坛夜见海》很像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长干行》则因为像李白的诗，竟然被误编入李白集中。明人陆时雍说：“李益五古，得太白之深，所不能者澹荡耳。”（《诗镜总论》南宋末年的陈亮光也写了一篇《谪仙歌》，其文词磊落豪纵，对李白如此顶礼膜拜，如醉如痴，未尝不是受了李诗的影响。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天锡）对李白也极为倾慕，其《过池阳有怀唐李翰林》和《采石怀李白》两诗，不只是追想、描绘了李白的风采，也表达了深深的倾慕之情。明代崇尚李白。明初闽中十子中的林鸿论诗主盛唐，认为“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为楷式”。《明史·文苑传》说“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唐诗品汇》）为宗”，这就影响了有明一代的诗风。高启是明代的优秀诗人，他的诗很明显地受了李白的影响。

杜甫博采众长全面继承了自《诗经》以来的我国诗歌创作的优秀传统，成为了文学巨匠，对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的诗中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强烈责任感，杜诗所体现的审美追求与美学风范成为一种准则，为后世人仿效和学习提供了模仿的范本。过去的诗人不是没有人写这类作品，但谁也没有杜诗写得多又好，特别是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把高尚的人品与崇高的诗品结合在一起。因此，自杜甫以后忧国忧民不仅确定为诗歌的永恒主题，而且也成为每一位真正诗人思想境界追求的最高准则。后世模仿杜诗艺术是由于杜诗题材风格的多样性，而且均达到了极境，被人们称为集大成者，因此为兴趣、爱好不同的诗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另外由于杜诗艺术形式的规范性也为后世学习模仿提供了可能性。杜诗被人们欣赏、它的价值开始被人们承认是在中唐。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创作就是受到杜甫启发的。元稹在《古乐府题序》中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他认为这些就是“兴讽当时之事”、“刺美见事”的古乐府的继承与革新。白居易也非常重视杜甫反映当时重大政治事件的作品。他举出“新安、石壕‘朱门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肯定这些作品的思想意义。韩愈在表现方法上继承了杜甫的衣钵。他的议论化、散文化倾向可视为杜诗向宋诗过渡的中介。晚唐学习杜甫而成就最大的是李商隐。宋代是学习杜甫最兴盛的时代，宋仁宗后，出现了以杜甫为宗的江西诗派。当时北宋、南宋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国家、民族、人民所受的灾难也波及到士大夫。这时最能激发人们忧国忧民之情的杜诗自然为士大夫重视与爱好。杜诗在激发着士大夫为社会进步和挽救国家危亡作出贡献。也正是杜诗中的爱国主义激情鼓舞着文天祥自觉地为国捐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就是通过杜诗领会到“诗出于人”的创作道路。

概而言之，李、杜二人的诗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着为贵。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欷歔欲绝者，子美也。”而其最本质的原因，乃正在于二人气质的不同。“太白飘逸，故诗飘逸；子美沉着，故诗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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